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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高铁网络的快速覆盖持续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为要素的集聚提供了重要驱动力，而集聚经

济往往在污染减排方面扮演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从产业集聚视角挖掘高铁开通影响工业污染的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是高铁开通实现工业减排的重要机制。 （２）高

铁开通的产业集聚效应因城市的地理区位、经济规模、就业密度以及污染强度不同存在显著差异。 （３）高铁

开通提升本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同时产生空间上的负向溢出效应，但在提升本地制造业集聚的同时

产生了空间上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而导致高铁开通在降低本地污染强度的同时对邻地的污染状况产生正向

溢出。 （４）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是高铁开通产生集聚减排效应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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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 ２００８ 年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开通以来，高铁已经迅速蔓延至辽阔的中国大地。 高速铁路的连

接将各地方市场织于同一张“高铁网”之下，不断削弱要素跨区域流动的空间壁垒，对区域产业的集聚

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１ ３］。 产业集聚一方面会因规模扩张增加能源消耗而不利于污染治理，另一方面

则会因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助力污染的集中治理［４］。 那么，产业集聚是否会成为高铁影响工业

污染的重要机制呢？ 若是，要素的跨区域集聚现象是否同时伴随着污染的空间溢出？
近年来，一系列文献考察高铁开通与服务业集聚的因果关系，但并未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１，５ ７］。

乔彬等［７］发现高铁开通通过要素整合效应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 马红梅和郝美竹［１］发现高铁通

过提高交通可达度、市场准入以及市场一体化程度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宣烨等［８］ 发现高铁开通

对高端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高端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并不明显。 霍

鹏和魏剑锋［３］发现高铁开通可通过资本转移效应、劳动力流动成本降低效应抑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集聚。 另一支文献聚焦于探讨高铁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同样得出了不尽一致的结论。 李雪松和孙博

文［９］考察发现高铁开通普遍提高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 卢福财和詹先志［１０］ 考察发现高铁开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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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工业劳动力的增加是其提升沿线城市工业集聚度的中介。 魏泊宁等［２］则指出高铁开通显著降低

了工业集聚度，其中成本效应是产生工业扩散的重要原因。 在高铁环境效应的相关研究中，定量考察

产业集聚的机制作用研究仍不多见。 张般若和李自杰［１１］ 在考察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中，发现经济集聚机制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与本文可能相关的研究还包括：张明志等［１２］ 发现高铁开

通可以通过增进服务业集聚实现城市生产效率的提升，张雪薇等［１３］指出高铁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综上可见，高铁促集聚或促扩散的影响尚未定论。 本文聚焦考察产业集聚在高铁影响工业污染

中的机制作用，以丰富高铁开通产生环境效应的机制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在研究内容

上，深入探究异质性产业集聚对高铁环境效应的影响，包括从产业联动视角考察高铁开通对产业协同

集聚的影响及其在工业污染中的作用；其二，从空间关联的视角，考察高铁开通对产业集聚与工业污

染的空间溢出影响；其三，从绿色生产效率的视角切入，深入厘清产业集聚机制作用于高铁开通影响

工业污染的具体路径。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以双重差分法（ＤＩＤ）为基础估计策略，并结合使用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检验产业集聚的机制作用；构建空间自滞后模型（ＳＬＸ）考察高铁开通影响产

业集聚及工业污染的溢出效应；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绿色生产效率的机制作用。
二、 机理与假说

出于对高铁城市区位优势和市场潜力的偏好，制造企业倾向于做出投资于高铁城市的区位决策，从
而产生制造业集聚现象。 然而，过度的集聚会引发市场竞争效应，促使低效率的生产要素由生产成本较

高的区域扩散至生产成本较低的区域，从而弱化制造业的集聚趋势。 因此，高铁开通对制造业集聚的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 制造业集聚一方面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排污强度，
另一方面导致生产规模扩张，增加排污水平，从而不利于控制排污强度。 生产性服务业大多为知识密集

型产业，具有较大的人员、信息及知识传递需求，因此生产性服务业更易对高铁开通做出响应，从而更加

倾向于向高铁城市集中［１４］。 不仅如此，高铁开通的时空压缩效应有效地推动了跨区域贸易成本的降低，
扩大了多样化服务的服务半径，推动原本无法提供的服务变得有利可寻，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

化集聚。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备低污染密集型特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会通过技术外溢发挥共享、匹
配以及学习效应，提升整个地区的生产效率［１５］，从而降低排污强度。 由此可见，高铁开通为产业集聚提

供了便利的基础条件，而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产业链上的互补需求，易通过相互吸引的方式在空

间上产生产业协同集聚的趋势［４］。 高铁开通同时降低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两个部门间的交易成

本，增加了制造业部门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面对面交流、要素共享与生产合作，产业关联机制将不断强

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 产业协同集聚对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实现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进而推动工业生产的减污降排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产业协同集聚将是高铁开通影响工业污染的重要机制。
高铁开通推动产业集聚的过程伴随着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当高铁开通不断强化某区域的要素集

聚力时，往往伴随着其他地区的要素流失。 因此，高铁开通对产业集聚进而对工业污染的影响可能存

在空间溢出效应。 正如前文所述，制造企业对高铁区位的偏好可能产生制造业集聚现象，但同时市场

竞争效应亦可能促使边际报酬较低的要素产生扩散趋势。 因此，高铁开通在推动本地制造业集聚的

同时，可能对周边城市的制造业集聚存在正向溢出，而边际报酬较低的要素往往是在市场竞争中被淘

汰的、生产效率较低的、污染强度较高的产业资源，进而产业扩散将伴随着污染的空间溢出。 高铁开

通扩大本地的市场服务半径，一方面激励边际报酬较高的要素由市场潜能不足的地区流入高铁城市，
另一方面促使多样化的专业技能由劳动分工单一的地区流入高铁城市。 因此，高铁开通在推动本地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可能加速周边地区的优质要素流失，进而对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

生负向溢出，而优质要素流失往往不利于当地的污染治理。 综上，由于高铁开通可能对周边地区的制

造业产生正向溢出，对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产生负向溢出，因此高铁开通在促进本地产业协同集

聚的同时，可能不利于提升周边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从而不利于周边地区的制造业升级与清洁

—５２—



范小敏，徐盈之 高铁开通、产业集聚与工业污染

化生产转型。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高铁开通在推动本地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产业协同集聚的同时可能产生

制造业集聚的正向溢出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产业协同集聚的负向溢出，从而产生污染的空间溢出。
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决定一个地区降低污染强度的关键［１６］。 高铁开通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市

场潜力，增加企业需求，致使企业有资金能力投入绿色转型生产。 在制造业集聚环境下，企业更易利

用集聚环境外部性，通过合作、分享、学习、吸收产业集群的技术外溢，以较低的成本从事绿色技术研

发，进而提升绿色生产效率。 生产性服务业多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积聚了大量的高端科技人才，这为

提升地区的绿色生产效率提供了丰裕的要素储备，由此产生的“劳动力池效应”能够充分发挥知识外

溢效应，进而推动整个地区的绿色生产效率提升。 同时，高铁开通对城市市场潜力的提升作用不断倒

逼制造业价值链与生产性服务业在功能环节的分工与匹配，尤其是推动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分工

协作，推动制造企业旧有生产模式的解锁，帮助实现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推动制造业价值链不断沿“微
笑曲线”两端延伸，从而有益于企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是产业集聚推动实现高铁开通降低工业污染的重要机制。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本文以 ＤＩＤ 为基准估计策略，构建如下模型检验产业集聚在高铁开通影响工业污染中的机制作用：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α０ ＋ α１ＨＳＲ ｉｔ ＋ 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

ａｇｇｉｔ ＝ ϑ０ ＋ ϑ１ＨＳＲ ｉｔ ＋ Ｊ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ｖｉ ＋ λ ｔ ＋ ξｉｔ （２）

其中，ｉ和 ｔ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表示工业污染强度，ＨＳＲ表示高铁变量，ａｇｇ表示产业集

聚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在模型（１） 中，α１ 描述高铁开通对工业污染强度的影响系数，α２ 为

控制变量的边际影响系数矩阵，μｉ 为个体固定效应，η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模型（２） 中

的各系数及参数与模型（１） 相同。
（二） 变量与数据

１． 工业污染强度

本文采用工业 ＳＯ２ 排放强度（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描述工业污染强度，具体使用工业 ＳＯ２ 排放量与第二

产业实际增加值计算得到。
２． 产业集聚

（１） 制造业集聚水平（ｍａｇｇ）。 该变量采用区位熵指数衡量［１，８，１７］。

ｍａｇｇｉｔ，ｊ ＝ ｅｉｔ，ｊ ∑
ｔ
ｅｉｔ，ｊ( ) ∑

ｊ
ｅｉｔ，ｊ ∑

ｉ
∑

ｊ
ｅｉｔ，ｊ( ) （３）

其中，ｍａｇｇｉｔ，ｊ 表示 ｔ 年城市 ｉ 在产业 ｊ 上的集聚水平，ｅｉｔ，ｊ 表示 ｔ 年城市 ｉ 在产业 ｊ 上的就业人数。
（２）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水平（ｐａｇｇ）和多样化集聚水平（ｈａｇｇ）。 专业化集聚的测算方法同

式（３）。 采用霍斯曼—赫芬达尔指数衡量多样化集聚水平［７，１８］：

ｈａｇｇｉｔ ＝ １ － ∑
５

ｓ ＝ １
ｅｉｔ，ｓ ∑

５

ｓ ＝ １
ｅｉｔ，ｓ( )

２
（４）

其中，ｈａｇｇｉｔ 表示 ｔ年城市 ｉ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水平，ｓ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的种类，ｅｉｔ，ｓ 表示

ｔ 年城市 ｉ 的生产性服务业 ｓ 的就业人数①。
（３） 产业协同集聚水平（ｃｏａｇｇ）。 本文采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相对差异来衡量［１９ ２０］。
ｃｏａｇｇｉｔ ＝ １ － ｍａｇｇｉｔ － ｐａｇｇｉｔ ／ （ｍａｇｇｉｔ ＋ ｐａｇｇｉ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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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

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归为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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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ｍａｇｇｉｔ、ｐａｇｇｉｔ 分别表示城市 ｉ 在 ｔ 年的制造业区位熵指数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熵指数。
３． 高铁变量

本文设置 ０ 和 １ 虚拟变量描述高铁开通状况（ＨＳＲｄｕｍ），同时使用高铁车站数量反映各个城市的

高铁服务水平（ＨＳ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４． 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以下变量：（１） 经济发展水平（ｌｎＰｅｒＧＤＰ），采用城市的实际人均 ＧＤＰ 度量；（２） 科学技

术水平（Ｔｅｃｈ），采用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占比度量；（３） 对外开放水平（Ｏｐｅｎ），采用城市当年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４） 公路客运量（Ｒｏａｄ），采用高速公路的客运量衡量；（５） 城市化水

平（Ｕｒｂａｎ），采用建成区面积占城市总面积之比来衡量；（６） 环境规制（ＥＲ），采用一般工业固体废弃

物综合利用率衡量［２１］。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４ ２７５ ４． ４４２ ５ １． ３５２ ８ －３．０２８ ２ ８． ３７５ ４
ＨＳＲｄｕｍ ４ ２７５ ０． ２８０ ２ ０． ４４９ ２ ０ １
ＨＳ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４ ２７５ ０． ７９６ ０ １． ６２２ ６ ０ １３
ｌｎｍａｇｇ ４ ２７５ －０．３１９ ７ ０． ６２８ ９ －３．８６１ ３ １． １１２ ３
ｌｎｐａｇｇ ４ ２７５ －０．２７６ ６ ０． ３５６ ７ －２．４４８ ３ １． ０４０ ９
ｌｎｈａｇｇ ４ ２７５ － ０． ３３３ ７ ０． ０７６ ６ － １． ５７８ １ － ０． ２２３ ７
ｌｎｃｏａｇｇ ４ ２７５ － ０． ３６７ ７ ０． ３２５ ７ － ２． ９２４ １ － ０． ０００ １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４ ２７５ １０． ０８０ ６ ０． ８４７ ２ ７． ６６０ ７ １２． ７８１ ４
Ｔｅｃｈ ４ ２７５ １． ２５１ １ １． ３２１ ８ ０． ０２６ ５ １３． ０８８ ５
Ｏｐｅｎ ４ ２７５ １． ９２５ ６ ２． ０９８ ４ ０ ２１． ００６ ６
Ｒｏａｄ ４ ２７５ ０． ７８７ ７ １． ２９５ １ ０． ００５ ６ １９． ５５９ ７
Ｕｒｂａｎ ４ ２７５ ８． ４３７ ８ ９． ５１９ １ ０． １１７ ７ ９５． ３０５ ２
ＥＲ ４ ２７５ ７８． ５７５ ９ ２３． １８５ ７ ０ １００

５． 数据来源

高铁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国家铁路局

网站及公开资料，其他数据主要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的统计年

鉴。 本文剔除考察期内数据缺失严重、发
生重大行政区划调整以及撤地设市的城

市，如巢湖、铜仁、毕节、拉萨等，缺失值采

用插值法补齐，最终构建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８５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

板数据。 其中，本文所有使用的产值变量

均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使用历年地区 ＧＤＰ 指

数将名义值折算成实际值。 表 １ 报告了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四、 基准估计结果

（一） 产业集聚对高铁环境效应的

影响

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 ２ＳＬＳ 法检验产业集聚机制在高铁环境效应中的作用。
具体地，选取历史客运量（地级城市 １９９０ 年客运总量）与时间哑变量的乘积作为高铁开通的工具变量进

行估计［２２ ２４］，结果报告于表 ２。 表 ２ 中的列（１）和列（６）显示，高铁开通具有显著的工业减排效应；列（２）
至列（５）及列（７）至列（１０）显示，高铁开通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为正，显著性不高，高铁开通显著提高了

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水平、多样化集聚水平以及产业协同集聚水平。 表 ３ 进一步报告了异质性产

业集聚对工业污染强度的影响。 结果显示，制造业集聚不利于降低工业污染强度，说明制造业集聚引发

的生产规模扩张抑制了排污强度的下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能显著降低工业污染强度。 同时，产业协

同集聚显著降低了工业污染强度，说明产业的融合、互补、联动发展有助于提升制造生产效率，发挥显著

的工业减排效应。 综上而言，高铁开通整体上具有促进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应，尤其提高了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与产业协同集聚，其中制造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降低工业污染强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产

业协同集聚则是高铁开通降低工业污染强度的重要机制。 因此，假说 １ 得证。

表 ２　 产业集聚机制的检验结果（２ＳＬＳ 估计）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ＨＳＲｄｕｍ
－ ０． ４２７ ７∗∗ ０． ３５６ ４∗ ０． ５５０ １∗∗∗ ０． ０６７ ８∗∗ ０． ５０９ ５∗∗

（０． ２１４ ９） （０． ２１０ ９） （０． １９１ ０） （０． ０２８ ７） （０． １９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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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ＨＳ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 ０． １０９ ２∗∗ ０． ０５５ ４ ０． １６０ ４∗∗∗ ０． ０１７ ２∗∗ ０． １１１ 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 ０５０ ３） （０． ０４８ １） （０． ００６ ８） （０． ０４５ ５）
Ｋ⁃Ｐ ｒｋ ＬＭ ４１． ８３０∗∗∗ ４５． ４５８∗∗∗

Ｋ⁃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１０． ７４０ １０． ４４８
Ｎ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上
述所有方程均包括常数项、控制变量、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表 ３　 产业集聚影响工业污染的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ｍａｇｇ
０． ０５２ ３∗

（０． ０３１ ５）

ｌｎｐａｇｇ
－ ０． ３３５ ７∗∗∗

（０． ０３７ ２）

ｌｎｈａｇｇ
－ ０． ４９７ ５∗∗

（０． ２０５ ４）

ｌｎｃｏａｇｇ
－ ０． １５７ １∗∗∗

（０． ０４１ ０）
Ｎ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上述所有方

程均包括常数项、控制变量、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二） 高铁开通影响产业集聚的动态

特征

本文参考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５］的研究思路，构
建如下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影响产业集聚的

动态效应：

ａｇｇｉｔ ＝ ϑ０ ＋∑ ８

＝１
δ ＨＳＲｄｕｍｉ，ｔ－

＋∑ ８

ω ＝１
ρωＨＳＲｄｕｍｉ，ｔ＋ω ＋ Ｊ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ｖｉ ＋ λｔ ＋ ξｉｔ （６）
其中，系数 δ 用以考察高铁开通前处理

组与控制组产业集聚水平的平行趋势；系数

ρω 用以考察高铁开通后高铁影响产业集聚

的动态效应。其他变量及系数与前文相同。
模型（６）的估计结果如图 １ 所示。 首

先，高铁开通对不同产业集聚的影响在高铁开通前均不显著，因此可以排除高铁开通的产业集聚效应

受组间差异的影响。 其次，高铁开通的产业集聚效应具有明显的时间动态特征。 高铁开通后对制造

业集聚的影响效应呈先增后降的倒“Ｕ”型趋势，可见高铁开通对制造业集聚的正向作用在长期并不

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水平在高铁开通后的第 ８ 年开始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

聚水平则在高铁开通后的第 ５ 年开始显著提升，且该促集聚效应随着高铁服务时间的增加逐年递增。
高铁开通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在高铁开通后的第 ５ 年转为正，并在高铁开通后的第 ８ 年显著为正，
说明高铁开通促进产业协同融合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时间滞后性。 综上可见，制造业集聚在短期对

工业减排产生的制约效应可能会因低效率制造业扩散、制造业转型升级等方式得以缓解。 同时，随着

高铁服务时间的增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产业协同集聚效应提升，进而高铁的工业减排效应在长期

会得到强化。
（三） 高铁开通影响产业集聚的异质性检验

表 ４ 报告了高铁开通影响产业集聚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１．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

高铁开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 一是，高铁开通显著提高了中

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但降低了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 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及要

素成本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不断提升的要素成本将促使低效率要素的流出产生扩散效应。 而

拥有较低要素成本的中西部地区则能够较好地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并吸引制造业集聚。 二是，
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及多样化集聚水平，但这一影响在中西部地区

的边际效应及显著性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拥有更加丰裕的要素资源和雄厚的经济基础，
其在吸引优质要素流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此外，东部地区拥有更大的市场潜力、更丰富的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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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高铁开通影响产业集聚的动态效应

注：图中圆圈为估计系数，虚线为估计系数 ９５％的置信区间。

以及更多样化的服务业市场需求，因此生产性服务业更倾向聚集于与其有更高匹配度的市场。 三是，
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而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在东部地区，
较大的市场规模为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要素基础及协同集聚的动力，而中西部地区因市场潜力相对

不足，还未形成产业互促的联动机制，无法为产业协同集聚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
２． 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

本文依据实际人均 ＧＤＰ 均值将样本分为经济发达和经济欠发达地区。 结果发现：（１）高铁开通

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不显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存在显著的促集聚效应，说明经济

发达地区可能因制造业集聚引起的要素成本上升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了高铁开通的促集聚效

应。 （２）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经济发达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及多样化集聚，这一影响在经济欠

发达地区不显著，且影响系数大多为负。 可能的原因与前文类似，经济发达地区拥有更大的市场潜力

和服务范围，在吸引优质要素、多样化产业要素流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欠发达地区在高铁开通背

景下因市场需求不足可能发生要素流失现象。 （３）高铁开通显著推动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其原因在于：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力不足，
抑制了其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产业集聚度不足，无法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

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故而触发产业关联机制的动力受限。
３． 就业密度高地区与就业密度低地区

本文根据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密度（使用单位面积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衡量）
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就业密度高与就业密度低地区。 结果显示：（１）高铁开通显著降低就业密度高地

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而对就业密度低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影响为正，这说明在就业密度较高的地区，
高铁开通可能会对低效率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扩散效应。 （２）高铁开通显著

提升就业密度高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而在就业密度低的地区该影响不显

著。 就业密度高地区往往拥有更专业化的分工以及更多样化的市场需求，高铁开通能够有效吸引拥

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以及高端人才的集聚，且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更易激发产业间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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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需求，强化产业关联效应，从而推动产业协同集聚水平。
４． 污染强度高的地区与污染强度低的地区

根据工业 ＳＯ２ 排放强度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污染强度高与污染强度低的地区。 结果显示：（１）高铁

开通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在污染强度高的地区为负，在污染强度低的地区该影响为正，说明在污染强度

高的地区高铁开通不利于制造业集聚，在要素流动成本降低的情况下，制造业更倾向集聚于污染强度更

低的地区。 （２）在污染强度高的地区，高铁开通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以及产业

协同集聚，而在污染强度低的地区，这一影响均显著为正。 污染强度高的地区往往是资源依赖型发展模

式，经济结构存在低端锁定特征，其对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力不足，高铁开通反而加速优质要

素流失。 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不足无法深入延伸至制造业生产链的各个环节，从而制约产业融合

发展，进而导致产业协同集聚进程受阻，因此高铁开通亦无法有效推动污染强度高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

表 ４　 高铁开通影响产业集聚的异质性检验结果（２ＳＬＳ 估计）

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ＨＳＲｄｕｍ
－ ０． ４３９ ４∗ ０． ７５５ ３∗∗ ０． ０９４ ６∗∗ ０． ４２４ ８∗∗ ０． ６３４ ７∗ ０． ３０３ ７ ０． ０４２ ４ ０． ３０１ ５
（０． ２６４ ０） （０． ３１４ ６） （０． ０４７ ６） （０． ２１３ ７） （０． ３３４ ３） （０． ２０６ ２） （０． ０３８ ４） （０． ２４７ ５）

Ｎ １ ５１５ １ ５１５ １ ５１５ １ ５１５ ２ ７６０ ２ ７６０ ２ ７６０ ２ ７６０

变量
经济发达地区 经济欠发达地区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ＨＳＲｄｕｍ
０． １１９ ６ １． ０２２ ７∗∗∗ ０． ２０５ ８∗∗ ０． ６４９ ５∗∗ １． ５５２ ２∗∗ － ０． １２０ ３ － ０． ０６５ ３ ０． ６２０ ７

（０． ２８６ ４） （０． ３３９ ２） （０． ０８０ ７） （０． ２５４ ６） （０． ７２５ ８） （０． ２５５ ４） （０． ０７６ ９） （０． ４１９ ４）
Ｎ ２ ０８７ ２ ０８７ ２ ０８７ ２ ０８７ ２ １８８ ２ １８８ ２ １８８ ２ １８８

变量
就业密度高地区 就业密度低地区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ＨＳＲｄｕｍ
－ ０． ４９１ ０∗∗ １． ２７９ １∗∗∗ ０． ０９９ ５∗ ０． ７９７ ０∗∗∗ ０． ４４５ ９ － ０． ０３８ ７ － ０． ０５３ ８ ０． １４２ １
（０． ２４９ ３） （０． ４３０ ８） （０． ０５４ ７） （０． ３０３ １） （０． ３６２ ３） （０． １８３ ７） （０． ０７４ ３） （０． ２５２ ２）

Ｎ １ ０６６ １ ０６６ １ ０６６ １ ０６６ ３ ２０９ ３ ２０９ ３ ２０９ ３ ２０９

变量
污染排放强度高地区 污染排放强度低地区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ＨＳＲｄｕｍ
－ ０． １３４ ６ － ０． ５１０ ５ － ０． ０１２ 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 ２４８ ０ ０． ８２６ １∗∗∗ ０． ０９０ ８∗∗ ０． ５５３ １∗∗

（０． ５２６ ４） （０． ３２２ ７） （０． ０６５ ７） （０． ４２７ １） （０． ２３８ ４） （０． ２５８ ８） （０． ０３９ ４） （０． ２２３ ３）
Ｎ １ ２５９ １ ２５９ １ ２５９ １ ２５９ ３ ０１６ ３ ０１６ ３ ０１６ ３ ０１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上
述所有方程均包括常数项、控制变量、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其中，使用 ＨＳ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作为高铁变量的估计结

果与表 ４ 的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备索。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其他工业污染物（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高铁变量滞后一期

以及使用 ＰＳＭ⁃ＤＩＤ 的估计方法对前文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上述结论具有较好

的稳健性①。 此外，本文分别参考 Ｂｏｒｕｓｙ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６］和 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７］ 提出的插补估计和两阶段双重差分

法，对模型（１）和（２）进行再估计，异质性 －稳健估计量与前文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五、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为检验空间关联视角下高铁开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构建如下 ＳＬＸ 模型［２８］：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θ０ ＋ θ１ＨＳＲ ｉｔ ＋ θ２ＷＨＳＲ ｉｔ ＋ θ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ωｉ ＋ ｔ ＋ υｉｔ （７）

—０３—
①由于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文中报告，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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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ｇｉｔ ＝ σ０ ＋ σ１ＨＳＲ ｉｔ ＋ σ２ＷＨＳＲ ｉｔ ＋ σ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πｉ ＋ χ ｔ ＋ Vｉｔ （８）

在 ＷＨＳＲ 中，Ｗ 为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采用标准化后的基于地理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其他

变量及参数与前文相同。
表 ５ 报告了空间自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由此可以发现：（１）高铁开通有助于本地减排却对邻地

的工业污染强度造成了不利影响，可能是周边城市承接了来自高铁城市的低效率高排放产业的扩散

以及受高铁城市虹吸效应影响发生优质要素流出。 （２）高铁开通虚拟变量显著提升了本地制造业集

聚水平，对邻地制造业集聚影响为正且不显著，高铁站数量的增加对本地制造业集聚水平影响为正且

不显著，但显著提升了邻地制造业的集聚水平，说明高铁开通在吸引要素集聚的同时也会产生要素的

溢出。 （３）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本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以及产业协同集聚水平，降低了邻地生产

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说明高铁开通在提升本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力的同时造

成了周边地区优质要素的流失。
表 ５　 空间自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２ＳＬＳ 估计）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ｎｍａｇｇ ｌｎｐａｇｇ ｌｎｈａｇｇ ｌｎｃｏａｇｇ

ＨＳＲｄｕｍ
－ ０． ５３３ ２∗∗ ０． ３８２ ９∗ ０． ７３９ ２∗∗∗ ０． ０９０ ７∗∗∗ ０． ６４５ ５∗∗∗

（０． ２６９ ３） （０． ２２１ ３） （０． ２２４ ３） （０． ０３３ ６） （０． ２３９ ２）

ＷＨＳＲｄｕｍ
１． ４７９ ５∗ ０． ３５２ ４ － ２． ７３１ ３∗∗∗ － ０． ３２５ ３∗∗∗ － １． ９７２ ９∗∗∗

（０． ８３１ ２） （０． ６９８ ６） （０． ６２２ ７） （０． ０９２ ９） （０． ６４０ ９）

ＨＳ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 ０． １１７ ５∗ ０． ０５６ ３ ０． １７２ １∗∗∗ ０． ０１８ ４∗∗∗ ０． １１８ ３∗∗

（０． ０６０ ９） （０． ０５１ 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 ００７ １） （０． ０４７ ２）

ＷＨＳ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０． １５０ ５ ０． １９６ ５∗ － ０． ５３５ ４∗∗∗ － ０． ０４２ ４∗∗ －０． ２９９ ０∗∗∗

（０． １１２ ２） （０． １１１ １） （０． １１５ 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 ０９６ ７）
Ｋ⁃Ｐ ｒｋ ＬＭ ３６． １９８∗∗∗ ３８． ５７８∗∗∗

Ｋ⁃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１０． ０４７ ８． ９２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６９１ ７ ０． ５１６ ０ － ０． １２９ ２ ０． ０４９ ８ － ０． ２３２ ２ ０． ６９６ ８ ０． ５３０ 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 １０５ １ － ０． ０２０ ２
Ｎ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上
述所有方程均包括常数项、控制变量、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本文在模型（８）的基础上以工企密度（单位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为被解释变量，考察高铁开

通是否产生了制造业扩散效应。 表 ６ 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本地工企密度，增加了邻地工

企密度，说明高铁开通促使工业企业转移至邻地引发制造业扩散效应。 进一步地，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

本地的市辖区工企密度，对非市辖区工企密度的影响不显著，说明高铁开通产生的扩散效应主要源自市

辖区的产业迁出。 原因在于，市辖区的工企密度往往高于非市辖区的工企密度，高铁开通背景下随着集

聚水平的提升，市辖区的“拥挤效应”将对市辖区工业企业产生挤出。 至此，假说 ２ 得以验证。
表 ６　 高铁开通对本地及邻地工企密度的影响（２ＳＬＳ 估计）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工企密度
市辖区工企

密度
非市辖区工企

密度
工企密度

市辖区工企
密度

非市辖区工企
密度

ＨＳＲｄｕｍ
－ ０． ６７４ ８∗∗∗ － ０． ６６７ ７∗∗ － ０． ００７ １
（０． ２５６ ８） （０． ２６３ ０） （０． ０１６ ８）

ＷＨＳＲｄｕｍ
１． ５０３ ６∗∗∗ １． ４５６ ８∗∗ ０． ０４６ ８
（０． ５７４ ８） （０． ５８１ ９） （０． ０４６ ３）

ＨＳ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 ０． １３３ ７∗∗∗ － ０． １３０ １∗∗∗ －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４９ ４） （０． ０５０ １） （０． ００３ ６）

ＷＨＳ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６０ ０ ０． ０３８ ６ ０． ０２１ ４∗∗

（０． ０７９ ３） （０． ０７８ ０） （０． ０１０ ５）
Ｎ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４ ２７５
ａｄｊ． Ｒ２ ０． １８１ ３ ０． １５７ ２ ０． ５４９ ８ ０． ３８４ ５ ０． ３６８ ６ ０． ５３３ 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上
述所有方程均包括常数项、控制变量、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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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绿色生产效率的机制检验

本文进一步检验绿色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 具体地，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γ０ ＋ γ１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ｔ ＋ γ２ａｇｇｉｔ ×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ｔ ＋ γ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ｏｉ ＋ ｌｔ ＋ ｉｔ （９）

其中，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为绿色生产效率，其他的变量及参数与前文相同。 绿色生产效率采用 ＤＥＡ 方法测

算，其中投入变量包括劳动力（就业人数）、资本存量（采取永续盘存法计算） ［２９］、以及能源消耗（用电

量），产出变量中期望产出为实际人均 ＧＤＰ，非期望产出包括工业 ＳＯ２ 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以及

工业废水排放量。
首先，本文区分高铁开通前与高铁开通后两个样本组以分别估计模型（９），结果报告于表 ７ 和表

８ 中①。 可以发现，高铁开通前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与产业协同集聚未能通过提升

绿色生产效率产生减排效应；而在高铁开通之后绿色生产效率与以上产业集聚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

为负，且其显著性相较于高铁开通前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说明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是高铁开通产生

集聚减排效应的重要原因。 高铁开通提升产业集聚水平通过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

以及劳动力池效应等降低了企业从事绿色转型生产的成本，且通过产业协同集聚效应不断推动制造

业价值链攀升，从而推动整个产业集群的绿色生产效率。 因此，假说 ３ 得证。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与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产业协同集聚在强化绿色生产效率的减排效应方面相比，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并

不显著，说明制造业集聚引发规模扩张未能显著提升绿色生产效率；其次，绿色生产效率与生产性服

务业专业化集聚的交互项系数及其显著性在高铁开通后均有所降低，原因在于，专业化集聚会导致要

素成本上升产生要素拥挤效应，迫使生产要素向要素成本较低的城市扩散［８，３０］，从而稀释了集聚效应

的外部经济，不利于知识外溢以及企业集群间的共享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专业化集聚提升绿

色生产效率的作用。

表 ７　 绿色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检验（高铁开通前样本）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０． ８３６ １∗∗∗ － ０． ７４９ ９∗∗∗ － ０． ９３６ ２∗∗∗ － ０． ９４２ ６∗∗∗ － ０． ７９０ ２∗∗∗

（０． ２３４ ７） （０． ２００ ５） （０． ２６３ ９） （０． ２７８ ８） （０． ２４６ ８）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ｎｍａｇｇ
０． ８３２ ６∗∗

（０． ３５６ ３）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ｎｐａｇｇ
－ ０． ８４８ １∗∗

（０． ３８９ ３）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ｎｈａｇｇ
－ ０． ６７１ ７

（１． ４０４ ７）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ｎｃｏａｇｇ
０． ３０１ ０

（０． ３７０ ７）

Ｎ １ ３６９ １ ３６９ １ ３６９ １ ３６９ １ ３６９

ａｄｊ． Ｒ２ ０． ５８０ １ ０． ５９６ ７ ０． ５８９ ９ ０． ５８０ ３ ０． ５８０ 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上
述所有方程均包括常数项、控制变量、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为了考察绿色生产效率作用机制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参考杨思莹和李政［３１］ 的方法，重新构造

—２３—

①具体分组方法为，将样本期内自始至终均未开通高铁的城市删除，只保留样本期内开通高铁的城市，然后按照高铁开通时间划

分开通高铁前和开通高铁后两个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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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通前和高铁开通后样本，以保证高铁开通前后的城市样本相同。 结果发现，高铁开通后生产性

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能够更加显著地强化绿色生产效率降低工业污染强度

的作用，与上述结论保持一致①。

表 ８　 绿色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检验（高铁开通后样本）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ｌｎＳＯ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１． １２７ ７∗∗∗ － １． ２４２ ８∗∗∗ － １． １７６ ８∗∗∗ － １． ６５７ ５∗∗∗ － １． ３６１ ４∗∗∗

（０． ５７３ ０） （０． ２２０ ３） （０． ５８９ ２） （０． ２９８ ４） （０． ２４５ ７）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ｎｍａｇｇ
－ ０． １８１ ５
（０． １２９ ２）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ｎｐａｇｇ
－ ０． ３８２ ５∗

（０． １９６ １）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ｎｈａｇｇ
－ １． ６５６ ９∗∗∗

（０． ５７３ ５）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ｎｃｏａｇｇ
－ ０． ３４０ １∗

（０． １７８ ８）
Ｎ ８２７ ８２７ ８２７ ８２７ ８２７
ａｄｊ． Ｒ２ ０． ６９５ ５ ０． ７０１ １ ０． ６９９ ３ ０． ７１０ ７ ０． ７０４ 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上
述所有方程均包括常数项、控制变量、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七、 结论与启示

高铁的开通运营为要素的集聚生产营造了便利的外部环境，集聚经济提升绿色生产效率对工业

污染强度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 本文基于中国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 ２８５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
察高铁开通、产业集聚与工业污染间的内在关系。 主要的结论与启示如下：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业协同集聚是推动高铁开通实现工业减排的重要机制。 因此，产业

集聚视角下大力推动高铁建设是实现工业减排的重要举措。 一方面，依托高铁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加速形成产业的分工与互补，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产业互补，加速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工业的绿色化生产进

程，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前制造业集聚对工业减排的不利影响，还能充分发挥产业协同集聚的减排

效应。
第二，高铁开通对产业集聚存在异质性影响，不同条件下高铁开通会产生要素集聚或要素扩散

的影响差异。 因此各地方政府在追求高铁建设时应摒弃“一刀切”式的盲目竞争。 如在经济欠发

达地区，政府应着力营造宽松适宜的产业集聚环境；加大对产业集聚的财税支持，推进构建多元化

产业园区，着力打造融资服务平台、技术创新平台、资源共享平台等以支持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及多

样化发展；推动建立产业联动机制，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如通过细化合作内容，制定促进分工的要素

配置政策以及促进融合的利益分享机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发展，从而提升产业协同集聚

水平。
第三，在空间关联视角下，高铁开通对产业集聚及工业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

依托高铁服务发挥集聚减排效应的同时不应忽视可能产生的污染溢出。 具体而言，地区间应推行

差异化的产业发展策略，尤其是未开通高铁地区及高铁服务强度相对较弱的地区，应与优势地区形

成产业分工与互补的发展格局，避免与优势地区产生同质资源竞争，以此提升地方的要素集聚力并

—３３—
①由于篇幅限制，该结果未在文中报告，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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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地方的比较优势，从而克服产业资源跨区域转移过程中伴随的污染溢出问题。
第四，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是高铁开通产生集聚减排效应的重要原因。 因此借助高铁服务强化

要素集聚力，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并放大技术外溢性，促进资源共享与合作研发，有助于提升产业集群

的绿色生产效率，从而为推动区域的绿色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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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１８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ｉｓ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ｔｅｎ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ｓ ｆｏｕ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ｏｐｅｎｉｎｇｓ． （２）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ｏｐｅｎｉｎｇｓ ｖａｒｉ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ａ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ａ ｃｉｔｙ． （３）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ｈ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ｌ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ｌ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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